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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贯通古今的建构方式学界多有讨论，其著书之“体”实际上

是更为基本和具体的研究角度。 首先，钱著用两《汉书·儒林传》之“体”，“分经叙次、叙其流

别”“明以原委”，加以“长编”“比类”；其次，“铺叙履历”“互见”应看作源自《史记》，而记录轶

闻的倾向来自《晋书》；最后，钱著还杂取了《诗品》等诗文评类著作、《明史·文苑传》叙复社、互
著法等写作方式。 从“体”的角度来看，钱著承认了白话文作为一种“体”的存在，可为一代之文

学，因此也就帮助建构了“现代性”，并且表达了新旧文学并无对立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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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基博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于 １９３２ 年出

版，述及的作家是 １９１１ 年至 １９３０ 年文坛的活跃人

物。 由于钱基博对“新文学”持谨慎的态度，也并不

贬斥“旧文学”，引起新文学家们的不满，在出版当

时就招来了各方的批评。 在五四运动及其以后的

数十年间，除胡先啸、陈灨一等人做出正面评价之

外，大多处于受到忽视的状况，甚至于遭到讽刺、反
对。 直到 ８０年代中后期，随着“重写文学史”的口

号提出、人们对于“主流”文学史叙事的反思，钱基

博此著渐渐得到关注，被认为是借以反思的良好视

角，但仍然被视为“旧文学”的“顽固”代表。
进入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始注意到此书写作

的具体背景，以及背后所蕴藏的更多的价值。 近十

年间，这个浪潮似乎空前高涨，颇有翻案重评的意

味。 ２００８年周远斌《钱基博的文学史建构理论及

其实践》、２０１０年姜晓云《谈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

史＞的书写方式》、２０１２ 年魏泉《从钱基博的＜集部

之学＞到＜文学史＞》、２０１９年李向阳《钱基博的文学

史观与新文学观———以＜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文化

解读为中心》等文章均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作出

了积极的评价。
钱基博此部著作及学术旨归得到越来越多的

理解与探讨，其评价也在逐步上升。 前人的研究主

要侧重于强调“不以西方文学观念来剪裁中国文

学”的独特价值，以及立足于“新旧”文学冲突与融

会的角度去观察其书写方式，即钱基博所提出的文

学史建构方法。 笔者认为，在讨论其文学史建构

时，著书之“体”实际上是更为具体的一个话题。 作

为今所谓“旧文人”，钱基博极为重视文学之“体”。
《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卷首序文，作为研究此书非常

重要的文献，“聊疏纂例，以当发凡” ［１］４，就是在谈

创作此书的“体”问题。 且此书的目录设置、行文结

构、段落章节之衔接等，无一不为其匠心所在，不仅

是其文学史建构的方法，更是属于“体”的问题。 因

此，不妨从这样一个具体的名词切入，尝试分析钱

基博都在文学史建构中或说旧、新文学的嬗变中起

到了何种的作用。 此外个人认为，其建构方式有在

序文中明言者，亦有未言者。 试一一辨析之。

一、两《汉书·儒林传》之体
《现代中国文学史·序》（以下简称《序》）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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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义：“余读班、范两《汉书·儒林传》，分经叙次，
一经之中，又叙其流别，如《易》之分施、孟、梁丘，
《书》之分欧阳、大小夏侯其徒从各以类此，昭明师

法，穷原竞委，足称良史。 是编以网罗现代文学家，
尝显闻民国纪元以后者，略仿《儒林》分经叙次之意

……” ［１］４

“两《汉书·儒林传》”，指的是班固《汉书·儒

林传》、范晔《后汉书·儒林传》。 这可以说是《现
代中国文学史》最为基本的体例。 钱基博十分重视

对《儒林传》的仿照。
其一，“分经叙次、叙其流别”。 《汉书·儒林

传》：“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

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

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

生，于赵则董仲舒。［２］”经书的名目为最高一级的分

类。 一经之中，又根据师承关系进行附录，以《易》
而言，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
服生。 以下则附录丁宽传。 丁宽又授同郡砀田王

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 以下则附录施雠、
孟喜、梁丘贺传，因此分施、孟、梁丘三家《易》学。
梁丘贺又曾从太中大夫京房受《易》学。 以下则有

京房传。 其“叙其流别”，诸如此类。
以《现代中国文学史》目录观之，“古文学”“今

文学”是最高一级的分类。 古文学分文、诗、词、曲，
新文学分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 古文学之中，文
有魏晋文与骈文、散文之别，诗有魏晋、中晚唐与宋

诗之别。 即是“分经叙次”的应用。
在正文叙述中，则仿《儒林传》 “各著一大师以

明显学，而其弟子朋从之有闻者，附著于篇”。 以

“文”中的“魏晋文”一目为例，钱基博所取的三位

大师为王闿运、章炳麟、苏玄瑛。 关于此等大师钱

基博的记述甚为详细，章炳麟一节，不仅详尽记述

了被目为“真疯子”的生平、与各色人之间的种种纠

葛，还记录了他对于一些时论，例如对于崇党锢、薄
程朱、蔑道德奖革命、慕共和称代议、兴学校废科举

等的反对看法。 谈到其文学主张，则大篇幅引用

《文学论略》以作说明。 而章炳麟的弟子黄侃附于

其后，除录其《梦谒母坟图题记》外，关于生平仅寥

寥数笔。 使用这样的编纂体式，钱基博以近三十位

重要作家为枢纽，采用宗派师承、各家争鸣的视角，

将晚清至民国的文学史过渡有序地呈现出来，明确

文学发展的脉络。
其二，“明以原委”。 《序》曰：“又按《汉书·儒

林》每叙一经，必著前闻以明原委，如班书叙《易》
之追溯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范书之必称前书是

也。［１］４”此方法在钱著中较为具有代表性的，当属

对于“逻辑文”的追溯。
“自衡政操论者习为梁启超排比堆砌之新民

体，读者既稍稍厌之矣；于斯时也，有异军突起，而
痛刮磨湔洗，不与超为同者，长沙章士钊也。 大抵

启超之文，辞气滂沛，而丰于情感。 而士钊之作，则
文理密察，而衷以逻辑。 逻辑者，侯官严复译曰‘名
学’者也。 惟士钊为人，达于西洋之逻辑，抒以中国

之古文；绩溪胡适字之曰‘欧化的古文’；而于是民

国初元之论坛顿为改观焉。 然中国言逻辑者，始于

严复，而士钊逻辑古文之导前路于严复，犹之梁启

超新民文体之开先河自康有为也；故叙章士钊者宜

先严复，犹之叙梁启超者必溯康有为。 然而康有

为、梁启超之视严复、章士钊，其文章有不同而同

者；籀其体气，要皆出于八股。 八股之文，于宋、元
之经义，盛于明、清之科举，朝廷以之取士者逾六百

年。” ［１］４５９钱基博认为严复等人的文章是“假欧学以

为论衡之绳墨”，八股文随科举废除之后，其影响并

未马上断绝，而是分散于各家文章之中持续影响着

中国文学。 这一论断极具洞察力，也体现出钱基博

对《儒林传》“明以原委”的充分继承。
但是，著文学史毕竟不能完全仿照两《汉书·

儒林传》，这也就要求钱基博根据时代要求和著述

内容有所调整。 因此，在继承的同时又有相异之

处，这正是钱基博会通古今的证明，而不是所谓“旧
文学顽固派”或曰照搬古代文学传统这样简单。 时

代迥异，《儒林传》以经学为中心，自然以经书为纲，
以儒生为目，“五经”是一个不必多加探讨的分类。
若要借鉴《儒林传》体例，将它运用到文学史的写

作，须自拟文学之分体。 正所谓“以文体为纲，以作

家为目”，钱基博如此重视文学之“文体”，不仅出

于“旧文学家”对“体”的认识，也是他在著此书之

前，必须先对将要叙述的这段文学史之文体有所辨

别，才能拟出这样的纲目。 辨体之学源自魏晋，《文
心雕龙》《文选》为“辨体”的重要基础。 《文心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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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志》：“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
敷理以举统”。 《文心雕龙·定势》：“夫情致异区，
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３］”

值得注意的是，钱基博对于古文学大的分类，
即“文、诗、词、曲”并举，处于一个平行的位置，已经

不完全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相同，受到了后起学术

的影响。 正如钱著本身在“曲”一章所介绍的，王国

维、吴梅等人的研究和努力，把以曲词为主、有科

白、有故事情节、可以上演的称为“剧曲”、“杂剧”，
归于戏剧的范畴。 钱著在叙述王国维的学术主张

时，引用其《宋元戏曲史》的观点：“由是观之，则元

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１］３５１”将此类通

俗文学，拉高到与“诗文”可以并举的地位，这是不

能忽视的编排体例。 自然说明钱基博已吸收新近

讨论文学的观点，并且把它们连接到与古代文学传

统一脉相承的谱系，书写到了现代文学史中，而并

不认为新旧之间就一定存在矛盾乃至不可容。
从西方引进的“文体” （体裁），与中国文学之

“体”，并非同一概念。 仔细观察钱著对“新文学”
的分体，“新民体”“逻辑文”等的类目，内涵其实更

接近于《文心雕龙》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所谈的

“体”，既包括形式的规定，又包括内容、风格乃至感

情色彩的规定。 更为重要的是，在辨体之学的视野

下，如果一种文体进入了叙述的视野，那么也就意

味着已经具有了应用的范围和典范的意义，得到了

“体统”的承认。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白话文”也
作为一种“体”而见书于钱著，就彰显出白话文已经

被纳入到文学谱系之中，并且也自然不否认白话文

可能会有新的发展，开启新的时代。 论者多关注钱

著对白话文的褒扬不足、记述篇幅较短等，据此断

定钱基博的“守旧”。 如若放在真正“守旧”的辨体

学视野下观之，那么钱基博的这一步实际上非常重

要，甚至可称“激进”。
此外，相较于两《汉书》的史笔简略，钱基博加

以“长编”“比类”体。 《序》曰：“然史笔贵能简要，
而长编不厌求详。” 《序》引章学诚言：“古人一事，
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 班氏

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
比类也。［１］４”而实际上，《现代中国文学史》最初就

是以《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之名付梓。

“长编”一体，本是撰写编年史前，先行搜集资

料，按次排列的初稿。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之
前，即先用此体做准备，并且精确地揭示过长编的

体制特点，“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 ［４］，尽
可能地详尽收集和编次材料。 长编最初是为编写

编年体史书所做准备而使用的，但后世学者也有所

活用，例如陈寅恪用长编考异之法，并非是为年谱

或编年做准备。 钱著同样如此，虽然体例上更接近

于纪传体史书，却使用“长编”之法。 他之所以倾心

长编体，是因为认为“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

各异矣”，为求叙事可信、立言有本，因此尽可能地

详尽罗列材料，接近历史的真相。 进一步而言，这
里面已经有了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竭泽而渔”的文

献材料意识。 正如钱基博辨析的那般，“文学史”是
独立的现代学科，所关注的对象是“文学史”本身，
“长编”的材料最终是作为文学史材料呈现的。 钱

基博批判胡适的文学史，其理由就在于欠翔实：“胡
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不为文学史。 何也？ 盖

褒弹古今，好为议论，大致主于扬白话而贬文言；成
见太深而记载欠翔实也。［１］１０”

二、《史记》、《晋书》之体
《史记》也是钱基博重点效仿的对象。 最为明

显的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列传之“铺叙履历”。 这并未在《序》中

明确提及，而是涉及到《现代中国文学史》绪论部分

讨论“文学史”的定义过程中，钱基博对范晔《后汉

书·文苑传》的看法。 《汉书》有《儒林传》而无《文
苑传》，范晔《后汉书》创此体例，后世因之。 在钱

基博看来，中国古代史书的《文苑传》无疑是最接近

“文学史”的概念，但又不能完全等同。 学者已经意

识到“文苑传”是讨论此著作的一大关键词，王炜

《从＜文苑传＞到＜文学史＞———钱基博与近现代“文
学”学科的生成》一文详细分析了钱基博对“文苑

传”与“文学史”之区别的辨析［５］。 这一点不再赘

述，总之钱基博对《文苑传》是持不满态度的，认为

《文苑传》只“铺叙履历”，对文章得失不予评论，不
能作为合格的文学史。

但是反观《现代中国文学史》，史传的“铺叙履

历”是钱基博始终没有放弃的方式。 钱著所录作家

尤其是他所拎出的宗派大师，不仅叙述其文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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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还涉及其文学批评，以及他们文学活动以外的

各项活动或言论，并且后者的体量非常大。 在中国

古代的史传文学中，并不刻意区分文人的经学活

动、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因政治活动本就是古代

文人的根本追求，而经学与文学的概念是相通的。
乃至于某些文人的书法成就，都在这部文学史中得

到提及。 如叙郑孝胥：“孝胥诗文之外，喜作书，笔
力挺秀，而瘦硬特甚；盖原本苏轼而参以变化

者” ［１］３０７；叙康有为：“有为论书绝精，顾强不知以为

知，夸诞其词，所作又不能称是；而转折多圆笔，六
朝转笔无圆者……” ［１］３８０因此，钱基博仍然是以史

传的铺叙方式去写作这部文学史的。 以其自言概

括，《史记》之“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 ［１］１２，
是本书坚持的一大特点。

其二，《史记》互见法。 《序》曰：“抑史家有激

射隐显之法，其义昉于太史公。” ［１］４即今之所谓互

见法。 钱基博在《序》举例道，“是编叙戊戌政变本

末，详见康有为、梁启超篇，而戊戌党人之不餍人

意，则见义于章炳麟篇，借章氏之论以畅发之。”此
外书中还有一些应用互见法的地方。 最为值得关

注的是叙梁启超的一节，有对其师康有为的互见，
在梁启超传中，交代康有为做学术有时候很武断，
并且好引用纬书，用神秘性讲孔子，梁启超并不认

同。
有对胡适以及白话文运动的互见。 “少年有绩

溪胡适者，新自美洲毕所学而归，都讲京师，倡为白

话文，风靡一时；意气之盛，与启超早年入湘主时务

学堂差相埒也。 启超则大喜，乐引其说以自张，加
润泽焉。 诸少年噪曰：‘梁任公跟着我们跑也。’以
视民国初元，启超日本归来之好以诗古文词与林

纾、陈衍诸老相周旋者，其趣向又一变矣。 顾启超

出其所学，亦时有不‘跟着诸少年跑’，而思调节其

横流者。 诸少年排诋孔子，以‘专打孔家店’为揭

帜；而启超则终以孔子大中至正，模楷人伦，不可毁

也。 诸少年斥古文学以为死文学；为骈文乎，则斥

曰选学妖孽；倘散文乎，又谥以桐城谬种；无一而

可。 而启超则治古文学，以为不可尽废，死而有不

尽死者也。［１］４５１”从这段对于梁启超的叙述中，不难

体会钱基博对白话文运动有不满之处，借梁启超之

行径，以及“诸少年噪曰”等史笔叙述之法，表达出

对于白话文运动部分主张的担忧。
在记录人物时，重视网罗轶闻的倾向则是来源

于《晋书》。 《序》曰：“征文，则扬、马侈陈词赋，《汉
书》之成规也；叙事，则王谢详征轶闻，《晋书》之前

例也。” ［１］４前者是说长篇大段地引用作家的作品，
是史书的成例。 而后者，则说明了钱基博认为在此

书中广泛记录轶闻，是对《晋书》的继承。 《晋书》
此例，早有褒贬，刘知几《史通·采撰》：“晋世杂

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

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 其事非

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 皇朝新撰

《晋史》，多采以为书。 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
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

《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
取悦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６］。 较为早期的史

学家，对于《晋书》这种做法是持鄙薄态度的。 然而

北宋《册府元龟》则称：“莫不博考前文，旁求遗逸，
芟夷芜蔓，举其精要……以臧荣绪《晋书》为本。 捃

摭诸家传记而附益之，爰及晋代文集，罔不毕

记。［７］”钱基博则是接受《册府元龟》以及以后的赵

翼等人的观点，肯定其正面意义，认为搜罗轶闻是

史料的良好补充，从而用以建构现代文学史。
通观全书，钱著收集不少作家轶事，也确实起

到了补充史料的作用。 此法在叙樊增祥时较为明

显。 “父燮，承袭一等轻年都尉，历官湖南水州镇总

兵，酣饮不事事。 巡抚骆秉章将劾之。 湘阴左宗棠

方以在籍举人，佐秉章，主其军政。 燮恐，谒求解，
伏地拜。 宗棠不答，又诟让燮。 燮负武官至红顶

矣，亦惭怒相诟唾而出也。 遂以剥饷乘轿被劾，罢
官归；谓增祥曰：‘举人如此，武官尚可为哉！ 若不

得科第，非吾子也！’增祥天性聪颖，七岁读唐诗；燮
曰：‘汝能对「开帘见月」否？’则应声曰：‘闭户读

书。’燮心喜之而故诃曰：‘书可对月耶！’时架上所

有，自太白、香山、放翁、青丘而外，惟袁、蒋、赵三家

诗；增祥不喜蒋而嗜袁、赵，放言高咏，动数百言；长
老皆奇赏之。 既而燮被议，则课增祥为举业，日坐

斋中教督；属文，每数行，必取阅；阅必数数诃骂。”
“之洞适自蜀还京，与增祥别且久，相见叹曰：‘子其

终为文人乎？’事有其大且远者，而日以风雅自命，
辜吾望矣！’增祥皇然请业，尽屏所为词章之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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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之书不观。 之洞与增祥故皆好谈，至是谈益

剧，达昼夜不止，相与上下千古，举凡时政得失之

由，中外强弱之形，人才消长之数；每举一事，必往

复再三，穷其原始，究其终极。 所著《广雅堂问答》
一卷，即当日疏记者也。［１］２３２”这些轶事的记录，对
于说明樊增祥为何出身武人世家却从文，以及生平

创作志趣的转向，如写作《前后彩云曲》其中对家国

的关怀，有着很强的解释说明的功能。
类似于此的还有“王树枏”一节。 “树枏少善

骈偶之文。 吴汝纶之知冀州也，延主州之信都书

院，索观其文，笑曰：‘此非晋卿之文也。’树枏始不

服，已取《太史公书》以下治之数月，试操笔为之，以
示汝纶。 乃曰：‘此真晋卿之文矣。’于是尽屏骈偶

之文不为；益浸淫于两汉，而出入于昌黎、半山之

间。［１］１６８”说明其创作由骈偶文向古文的志趣转变。

三、其他诸体
在两《汉书·儒林传》，《史记》 《晋书》等史传

之外，钱基博还采纳了一些其他方式去书写这部文

学史。 《序》曰：“而古文学之中，文有魏晋文与骈

文、散文之别，诗有魏晋、中晚唐与宋诗之别，各著

一大师以明显学，而其弟子朋从之有闻者，附著于

篇。 至诗之魏晋，其渊源实出王闿运、章炳麟。［１］４”
“其渊源实出……”这样的表述，对于文学渊源

的关注，则近于钟嵘《诗品》。 《诗品》评李陵：“其
源出于《楚辞》。 文多凄怆，怨者之流。 陵，名家子，
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 使陵不遭辛苦，其文

亦何能至此！”评班婕妤：“其源出于李陵。 《团扇》
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 侏儒一

节，可以知其工矣！” ［８］诸如此类。 即是《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 所谓 “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

承［９］”。 虽然两《汉书·儒林传》同样强调昭明师

法，并且已被钱著充分继承，但《诗品》所揭示的师

承渊源，更接近于今“纯文学”的范围。 这也是钱基

博自己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绪论强调的，要对“文
章得失兴废”有所点评和结论。 因此，对于“集部之

学，海内罕对”的钱基博来说，《诗品》等“诗文评

类”著作，自然是著书体例的源头之一。
谈及词学大师朱祖谋，介绍其词学成就之后，

钱基博又以“入能品”评价其作品。 “品”一词无疑

承自魏晋品藻人物，而钟嵘《诗品》应用到诗评，分

上中下讨论五言诗。 此后，“神品” “逸品” “妙品”
“能品”等词汇，广泛应用于对书画和文学作品的评

点。 至于对作家的文学成就与特色的评点，在钱著

中更是俯仰皆是。 如谈到姚永朴《萧先生传》，“其
文随手起落，不为张黄，坦迤平直中，自然感激顿

挫；不如并世诸公之好做段落，狠其容，亢其气，硬
断硬接；而我用我法，余味全包；此真姚鼐血脉

也。［１］１２０”这类评点是十分具有中国古典文学特色

的而独有的。
《序》曰：“而闿运、炳麟已前见文篇，则详次其

论诗于文篇，以明宗旨，而互著其姓名于诗篇，以昭

流别，亦史家详略互见之法应尔也。［１］４” “互著”一
词，揭示出钱基博对目录学的考虑。 其实钱著与目

录之关系，正如他自己所言，“在人即为列传，在书

即为叙录”，文学史本就著录作家的文学作品，已经

将目录之体吸纳进去。 然而，《序》中又特拈出“互
著”一词，需要进行辨析。 章学诚言《校雠通义》：
“西汉刘歆《七略》中有‘互著’之法。 著录时一书

分属两类者为‘互著’，即互见之法，或附加著录。
如石经《周易》，既著录于经部，又可著录于金石，故
可分属两类。”本是目录著作对图书进行著录时采

取的一种手段，因为同一部书可能符合多个类目的

著录条件，则应当不避重复进行著录，以保证对此

书认识的全面性。 在这里，关于文学作品的“互著”
与史传的“互见”有所含混，二者的意义较为趋近，
但是仍有些许不同。 史传的“互见法”，包含传主的

生平各个方面，钱基博所自举的例子，戊戌政变的

正面情况与反对情况，互见于《康有为》 《梁启超》
篇和《章炳麟》篇。 而此处所谓“互著”，更集中于

说明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也许不止于一种文体，则
取其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文体进行主要的介绍，而其

他成就，则在介绍其他文体的代表作家时，使用“互
著”法顺带提及。

此法在钱著中大量使用。 晚清民国时期的作

家创作很难局限于单种文体，这也是钱基博用史传

体的同时，为适应此段文学史所做出的调整。 以当

时著名的文人王闿运而言，经学、史学、文学都颇有

成就，在文学之中，诗、文、诗选均名重一时。 全书

提到的第一位作家就是湘潭王闿运，称之“文章老

宿”，将他推为“魏晋文”的宗师。 在“魏晋文”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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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叙述王闿运生平，笔墨极为丰富，并且举《秋醒词

序》《录祺祥故事》 《到广州与妇书》等说明其文章

成就。 以下也述及王闿运的七言近体、七言古体成

就。 此为列传之体，铺叙履历。 不过，由于王闿运

对于晚清文学的影响太大，在论诗时不得不又将他

捧出。 从名目上看，钱基博将这一段古文学的“诗”
分为“中晚唐诗”和“宋诗”进行叙述，但实际上还

有一派“魏晋诗”，钱基博称：“近来诗派大别为三

宗：清季王闿运崛起湘潭，与武冈邓辅倡为古体，每
有作皆五言，力追魏晋，上窥《风》 《骚》，不取宋唐

歌行近体。 ……闿运自谓学二陆，至陶、谢已无阶

可登。［１］２３０”而“魏晋诗”在钱著中未能详细展开，恐
怕由于篇幅所限，前文既已明“魏晋文”的状况，在
此处用“互著”法，也可减省赘述。

《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编部分的末尾，即《古文

学·曲·吴梅》的结语处，钱基博又言此处是“谨爰

《明史·文苑传》附纪复社、几社之例，附于末”。
其文称：“梅为南社社员之一。 而南社者，创始于让

清光绪乙酉，为南革命诸巨子所组合；虽衡政好言

革命，而文学依然笃古。 ……岁汇所著，出《南社丛

刊》两巨帙，分诗文词选三种，已刊至二十余集。 其

中多愤世嫉时，慷慨悲歌之作。 与少陵诗史相近

也。 它如善化黄兴克强、桃源宋教仁渔父、三原于

右任、广东汪兆铭精卫之徒，皆一时政雄，而隶籍南

社，焜耀斯世焉。［１］３７０”
《明史·文苑传》：“（张溥）崇祯元年以选贡生

入都，采方成进士，两人名彻都下。 已而采官临川。
溥归，集郡中名士相与复古学，名其文社曰复

社。［１０］”
复社是明末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文社。 钱基

博仿此例，可见其感时忧国的情绪，以及对政治与

文学之间关系的理解。
此外，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钱基博也并非时

时恪守传统的史传体例，而是有所变化。 这主要体

现在以乙某人附在甲某人传记之后的情况。 首先

观察全书目录，以“宋诗”下为例，“陈三立（附：张
之洞、范当世、及子衡恪 方恪）”。 古纪传体史书通

例，某人之兄弟、子嗣往往直接附于此人传后，但陈

三立之子陈衡恪、陈方恪却没有直接承接其父，而
是在张之洞、范当世之后被提及。 可见钱基博在此

还是考虑以文学史的脉络为主轴，更为重视展示文

学演进的过程。 其次，在附录某人时，也经常不按

照史书“另起一事”的定式进行附录，而是根据行文

的文意，穿插附录。 如叙“魏晋文”王闿运，后附其

宗派者廖平为“另起一事”，但在叙廖平中间，谈及

其弟子的言论，“其弟子蒙文通著《议蜀学》以褒大

其师曰：‘……六国之后，未易比拟。 呜呼伟矣！’文
通，名尔达，以字行，又作闻通；四川盐亭人；曾任北

京大学教授，著有《经学导言》，亦以阐明师说；盖平

弟子之尤稚齿者也。［１］７６”以下又拉回到“平不屑意

为词章……”的叙述中。 此类附著，虽无标注，但个

人认为更接近于诸如裴松之注《三国志》之体。 复

次，在同一文体的各人物传记之间，往往有一段承

上启下的说明议论。 如“王国维”与“吴梅”之间，
则称：“特是曲学之兴，国维治之三年，未若吴梅之

劬以毕生；国维限于元曲，未若吴梅之集其大成；国
维详其历史，未若吴梅之发其条列；国维赏其文学，
未若吴梅之析其声律。 而论曲学者，并世要推吴梅

为大师云。［１］３５５”此类承接的笔法比比皆是。 这种

做法也在史传中罕见，能够体现出钱基博希望理清

文学发展脉络，著一部真正的“文学史”的想法。
虽然《现代中国文学史》被学者视为在中国文

学史的写作主要受西学影响而起，在理论和写作上

均离不开西方文学史的模式的情况下，坚持复古、
保守的代表，但实际上钱基博自有创见。 他的创见

也许来自于传统，正如此书的体例有数个明言或未

言的源头，但体例的“杂糅”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并

且在依靠传统体例的同时，虽然钱基博有意跳脱出

白话、文言之争，但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讲，这部书

实际上绕不开“文学”的定义、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等

问题，也承认了白话文作为一种“体”的存在，可为

一代之文学，因此也就帮助建构了“现代性”。
文学之“体”在钱基博心目中的地位无以复加。

在提及王闿运《八代文粹》时，强调“类分仍夫《萧
选》，正副略仿 《李钞》，要以截断众流，归之淳

雅” ［１］５１。 钱基博评论刘师培时称：“凡所持论，见
《文说》、《广文言说》、《文笔诗笔词笔考》。 盖融合

昭明《文选》、子玄《史通》以迄阮元、章学诚，兼纵

博涉，而以自成一家言者也。 于是仪征阮氏之《文
言》学，得师培而门户益张，壁垒益固。 论小学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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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方伯，谭子玮：论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之“体”



章之始基，以骈文实文体之正宗，本于阮元者也。
论文章流别同于诸子，推诗赋根源本于纵横，出之

章学诚者也。 阮氏之学，本衍《文选》。 章氏薪向，
乃在《史通》。 而师培融裁萧、刘，出入章、阮，旁推

交勘以观会通。［１］１４１”如果我们以类似的视角去看

待钱基博这部著作本身，亦或多或少可以窥见他融

合众体、以观会通的尝试和努力。 本文所列，自然

难以尽之，只能聊作略观此书的一个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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